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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错配、要素市场总扭曲
及福利损失测算＊
———基于单位要素成本的生产率分解视角

曲　玥　程文银

［提　要］　通过引入单位要素成本指标，本文对佩特兰和勒文叟汉 （Ｐｅｔｒｉｎ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的
生产率分解模型进行了拓展，［１］得到了一个更为准确的资源重置效应。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规模以
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经过测算显示，技术进步和要素市场总扭曲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样本期间
资源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仅有３．２４％，且日渐式微。然而资源错配造成的福利损失却依旧占
制造业增加值的近２６．６３％。这表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要素合理配置的空间已经
耗尽，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 “固化”倾向，进一步的资源重置应来自对现有经济结构的改革，以缓
解资源错配。本文最后通过测算各地区的资源重置潜力，为区域结构优化提供了一个量化参考。

［关键词］　单位要素成本；加总生产率；资源错配；福利损失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依赖制造业的起步和
长足发展获得了连续多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

然而与之相随的是违背比较优势而带来的较为严重

的资源错配。这种发展模式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扩
张初期并未显现出明显的弊端，但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的 “新常态”，“人口红利”已然
不再，部分产业 （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产业）出
现严重产能过剩，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便成为进一步
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来源。

研究资源重置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最直接途径就

是对加总生产率进行分解，目前已有大量文献使用

微观数据对加总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第一种方
法是技术加权，即以企业产出或投入份额为权重对
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进行加权得到加总全要素生产

率，然后将其分解为资源重置效应和技术进步效
应。这一方法分别由贝利等人 （Ｂａｉｌｙ　ｅｔ　ａｌ）、格里
利谢斯和瑞格乌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ｅｖ）、奥利和帕
克斯 （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福斯特等人 （Ｆｏ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梅利兹和波拉勒克 （Ｍｅｌｉｔｚ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ｎｅｃ）提
出和完善。［２］［３］［４］［５］［６］这种测度资源重置效应的方法
依赖于完全竞争假设，只考虑了技术扭曲引起的错
配，没有考虑价格扭曲引起的错配，实际上后者对
中国而言更为重要。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采用基
于 最 终 需 求 的 方 法，该 方 法 依 次 由 赫 尔 滕
（Ｈｕｌｔｅｎ）、巴苏和弗拉德 （Ｂａｓｕ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ａｌ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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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等人 （Ｂａｓｕ　ｅｔ　ａｌ）、佩特兰和斯瓦德桑 （Ｐｅｔｒｉｎ
ａｎｄ　Ｓｉｖａｄａｓｕｎ）提出和发展出来，将加总生产率
与加总需求联系起来，进而同时考虑技术和价格因
素，并直观地表明了生产率的福利含义。［７］［８］［９］［１０］

然而，上述两种分解方法都没能告诉我们到底是什
么因素引起了资源重置，也没能很好地将资源重置
效应与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区分开来。为此，笔者
在基于最终需求的加总生产率基础上通过引入单位

要素成本 （要素价格与要素边际生产率之比）构建
了一个新的生产率分解框架，将生产率增长分解为
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重置效应 （源于不同企业的单
位要素成本围绕社会平均单位要素成本的波动，即
要素在具有不同单位要素成本的企业之间的流动）
和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 （源于社会平均单位要素成
本与１之间的差额，即社会平均要素价格低于社会
平均边际生产率的差额）。
本文分解框架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从单位

要素成本的视角对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进而区分
了资源重置效应和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其次，直
接揭示了资源重置的动因，即比较优势的变化 （或
单位要素成本的变化）。再次，澄清了生产率不同
组成部分的福利含义，即并非生产率的所有组成部
分都会促进福利增加。最后，本文分解的生产率三
个组成部分很好地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经
济结构优化、市场自由化和创新驱动。

二、理论模型

（一）基于单位要素成本的生产率分解框架
本文放松索洛 （Ｓｏｌｏｗ）经典理论中的两个关

键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并假设每个企
业生产一种产品，产品ｉ的生产函数表示为Ｑｉ＝
Ｑｉ Ｌｉ，Ｋｉ，Ｚｉ（ ），其中Ｑｉ，Ｌｉ，Ｋｉ，Ｚｉ 分别表
示增加值、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这一生产
函数求微分我们可以得到：

ｄＱｉ＝
Ｑｉ
Ｌｉ

ｄＬｉ＋
Ｑｉ
Ｋｉ

ｄＫｉ＋
Ｑｉ
Ｚｉ

ｄＺｉ （１）

加总生产率增长可表示为：

ｄＴＦＰ＝∑
ｉ
ＰｉｄＱｉ－∑

ｉ
ＰＬｉｄＬｉ－∑

ｉ
ＰＫｉｄＫｉ

（２）

从式 （２）可以看到，与单纯的索洛余量不同，
这里的生产率还考虑了产出和要素投入的价格。经
过一些数学变换，得到加总生产率增长率的计
算公式：

ｄｔｆｐ＝∑
ｉ
ωｉεＬｉ １－ｕＬｉ（ ）ｄｌｉ

＋∑
ｉ
ωｉεＫｉ １－ｕＫｉ（ ）ｄｋｉ＋∑

ｉ
ωｉｄｚｉ

（３）

式中，小写字母为相应大写字母的对数，下同；

ωｉ＝
ＰｉＱｉ

∑
ｉ
ＰｉＱｉ
是增加值份额权重；εＬｉ 和εＫｉ 分别是

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ｕＬｉ＝

ＰＬｉ
Ｐｉ
Ｑｉ
Ｌｉ

和ｕＫｉ＝

ＰＫｉ

Ｐｉ
Ｑｉ
Ｋｉ

分别表示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单位资本成本。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
有企业的单位要素成本相等且均等于１。然而如果
放松完全竞争假设，不同企业的单位要素成本将存
在差异，且社会平均单位要素成本一般小于１，因
为企业一般要获得正利润。因此，我们依据单位要
素成本这个基础指标对公式 （３）作进一步的分解，
便可挖掘出技术进步以外的另外两个促进生产率增

长的源泉。

ｄｔｆｐ＝∑
ｉ
ωｉεＬｉ 珔ｕＬ －ｕＬｉ（ ）ｄｌｉ

＋∑
ｉ
ωｉεＫｉ 珔ｕＫ －ｕＫｉ（ ）ｄｋｉ

＋∑
ｉ
ωｉεＬｉ １－珔ｕＬ（ ）ｄｌｉ

＋∑
ｉ
ωｉεＫｉ １－珔ｕＫ（ ）ｄｋｉ＋∑

ｉ
ωｉｄｚｉ

（４）

式中，珔ｕＬｉ 和珔ｕＫｉ 分别表示ｕＬｉ 和ｕＫｉ 的社会平均水
平。据此，加总生产率增长来源就明确分解为三个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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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ＲＥ＝∑
ｉ
ωｉεＬｉ 珔ｕＬ －ｕＬｉ（ ）ｄｌｉ＋∑

ｉ
ωｉεＫｉ（珔ｕＫ －

ｕＫｉ）ｄｋｉ ，应该说，这一项才是真正的资源重置效
应，该式也分别给出了劳动力重置效应和资本重置
效应。该效应产生于不同企业单位要素成本的差
异，当生产要素从单位要素成本高的企业流向单位
要素成本低的企业时就可以获得加总生产率

的改善。

ＡＤ ＝∑
ｉ
ωｉεＬｉ（１－珔ｕＬ）ｄｌｉ ＋ ∑

ｉ
ωｉεＫｉ（１－

珔ｕＫ）ｄｋｉ ，这个差值部分表示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
从直觉上理解，假设所有企业的单位要素成本相同
（于是不存在资源重置效应），如果所有企业同时以
相同幅度压低工资或资本价格 （在要素生产率不变
的情况下这会导致单位要素成本下降），那么利润
率 （加总生产率）会增长，这就是要素市场总扭曲
效应。① 实际上，只要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单位
要素成本就会小于１，故此时增加一单位要素投入
就会促进加总生产率增长，即便没有资源重置和技
术进步。

ＴＥ＝∑
ｉ
ωｉｄｚｉ ，这便是通常所说的技术进步

效应，它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提高加总
生产率。
总之，之前的大多数文献都将扣除技术进步后

的生产率增长全部归因于资源重置效应，而实际
上，只有单个企业的单位要素成本与整个社会平均
单位要素成本的差异才真正反映了资源重置效

应。② 这算是本文分解框架的一个贡献。③ 资源重
置效应与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的区分在实际操作中

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政策含义：前者反
映的是具有不同单位要素成本的企业之间的要素流

动最终使得单位要素成本趋于全社会均值的过程，
这是一个结构优化的过程，对应的政策是结构改

革。而后者则反映了社会平均要素价格对平均要素
边际生产率的偏离程度，它表明现实经济离完全竞
争还有多远，对应的政策是市场化改革。尽管两种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促进，但毕竟各有侧
重。因此，本文分解出的三个效应实际上也很好地
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三个关键机制：经济结构优化、
市场自由化和创新驱动。

（二）福利损失测算模型
经典的要素需求理论表明，单位要素成本ｕＪｉ

与１之间的差值实际上反映了要素需求曲线和要
素成本曲线之间的面积，这衡量了企业ｉ造成的福
利损失。实际上，这就是经典的福利损失三角形。
下面将企业层面的福利损失加总来具体测算资源错

配和要素市场总扭曲导致的福利损失。假设经济从
没有资源错配和要素市场总扭曲的状态Ｓ０ 变到存
在资源错配和要素市场总扭曲的状态Ｓ１，则福利
损失可表示为：

∫
１

０
（Ｐ×ＭＰＬ－ＰＬ）ｄＬ

　＋∫
１

０
（Ｐ×ＭＰＫ－ＰＫ）ｄＫ

式中，Ｐ×ＭＰＬ 衡量了一单位劳动力所获得的边
际效用；ＰＬ 则表示提供一单位劳动带来的负效用。
如果Ｐ×ＭＰＬ 大于ＰＬ ，劳动力的增加就会带来
福利的增加。因此，（Ｐ×ＭＰＬ－ＰＬ）表示一单位
劳动力带来的福利变化。资本的福利含义也可做类
似分析。由于无法准确估计要素需求和要素成本曲
线，为简化起见，用要素存量乘以一单位要素带来
的福利损失作为单个企业福利损失的替代。第ｔ年
资源错配和要素市场总扭曲造成的福利损失占总增

加值的比重可表示为：

ＷＬｔ＝
１

∑
ｉ
ＶＡｉｔ∑ｉ

（Ｐｉｔ×ＭＰＬｉｔ－ＰＬｉｔ）Ｌｉｔ

２４

①

②

③

本文的加总生产率就是从总需求进行计算的，即总需求减去总成本，因而实际上也是一个利润率的概念，详见佩
特兰和勒文叟汉的文献。［１］

这一做法与福斯特等人遥相呼应，［５］即通过引入一个平均值对贝利等人 （Ｂａｉｌｙ　ｅｔ　ａｌ）和格里利谢斯和瑞格乌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ｅｖ）的生产率分解方法［２］［３］分别进行了改进。

巴苏和弗拉德、巴苏等人提到了市场总扭曲效应，［８］［９］但他们的分解模型将不同要素的资源重置均归因于产品加价
（Ｐｉ／ＭＣｉ）而非要素加价ｕｊｉ，这意味着劳动和资本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重置的，与现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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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ｉ
ＶＡｉｔ∑ｉ

（Ｐｉｔ×ＭＰＫｉｔ－ＰＫｉｔ）Ｋｉｔ

＝∑
ｉ
ωｉｔεＬｉｔ（１－ｕＬｉｔ）＋∑

ｉ
ωｉｔεＫｉｔ（１－ｕＫｉｔ）

（５）

可以看到，福利损失比重公式与加总生产率分
解公式的形式极为相似，这进一步从微观角度说明
了加总生产率的福利含义。由于完全竞争条件下单
位要素成本刚好等于１，因此不管大于１还是小于

１都会带来福利损失。正常情况下，单位要素成本
一般小于１，但由于政策扭曲或数据录入错误等因
素导致部分数据出现大于１的情况，① 因此采用绝
对值来测算。与加总生产率的分解公式类似，本文
把福利损失分解为资源错配效应和要素市场总扭曲

效应两个部分。
首先是资源错配造成的福利损失。完全竞争下

所有企业的单位要素成本均相等，利用反事实假设
法，资源错配源效应源于不同企业的单位要素成本
与社会平均单位要素成本的差异：

ＷＬＭＥｔ＝∑
ｉ
ωｉｔεＬｉｔ 珔ｕＬｔ－ｕＬｉｔ

＋∑
ｉ
ωｉｔεＫｉｔ 珔ｕＫｔ－ｕＫｉｔ （６）

其次是要素市场总扭曲造成的福利损失，源于
单位要素成本与１的差异：

ＷＬＡＤｔ＝∑
ｉ
ωｉｔεＬｉｔ １－珔ｕＬｔ

＋∑
ｉ
ωｉｔεＫｉｔ １－珔ｕＫｔ （７）

进而，总的福利损失为：

ＷＬｔ＝ＷＬＭＥｔ＋ＷＬＡＤｔ （８）

总之，市场扭曲一方面造成了资源错配，另一
方面造成了要素市场总扭曲，这二者都会造成社会
福利的损失。
此外，佩特兰和勒文叟汉、巴苏和弗拉德、巴

苏等人用一般均衡模型从宏观层面证明了加总生产

率的福利含义，然而他们却忽略了生产率的不同组
成部分有着不同的福利含义。［１］［８］［９］实际上，要素
市场总扭曲效应对加总生产率的贡献是正的，然而
其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却是负的。设想所有企业都压
低工资或资本价格，则总利润率 （加总生产率）会
提高，然而整个社会的福利却因为要素价格对要素
边际生产率的严重偏离而恶化。

三、数据说明与估计方法选择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该数据包含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的所有国有
企业和年销售收入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化及资源

配置，故仅使用其中的制造业数据 （占整个样本的

９０％以上）。这套数据样本量巨大且包含生产率测
算的各项指标，非常符合本文研究的要求。关于该
数据的详细描述可参见布兰特等人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及曲玥等人的研究［１１］［１２］。鉴于２００３年行业分类体
系做了重大变更，为了使２００３年前后的数据更好
地匹配，笔者利用 《２００２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
《２００７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对行业进行了调整。删
掉职工人数小于８人的企业，同时删除总产值、中
间投入、增加值、资本存量、劳动报酬、企业年龄
和本年折旧为负的样本，并删除关键变量的缺失
值；对异常值进行了０．００１的缩尾处理。② 最终得
到的有效样本数量为１　６２５　５９５家企业。表１对本
文使用的数据进行了基本的描述。

（二）估计方法选择
准确估计生产函数是分析生产率的关键，因此

结合数据特征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至关重要。传统
的ＯＬＳ估计方法无法解决企业进出导致的样本选
择偏差和内生要素投入导致的联立性问题，固定效
应回归 （ＦＥ）和工具变量法 （ＩＶ）在一定程度上解

３４

①

②

单位要素成本大于１的样本占比１３％左右。

税法规定，应交增值税为负时，该项一律填零。故本文把应交增值税的负值全改成零，占总样本的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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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数据与变量基本情况

年份
原始

样本量

有效

样本量
ｌｎＲＶＡ　 ｌｎＬ　 ｌｎＬ２ ｌｎＬ３ ｌｎＫ

２０００　 １４８　２７７　 １３４　０５４　 ８．２６　 ４．９６　 ７．０３　 ７．１３　 ８．３２

２００１　 １５５　４１０　 １４２　８４３　 ８．３７　 ４．８９　 ７．０２　 ７．１２　 ８．２４

２００２　 １６６　８６８　 １５３　１３７　 ８．４９　 ４．８７　 ７．０８　 ７．１８　 ８．２４

２００３　 １８１　１８６　 １７２　３０５　 ８．７３　 ４．８４　 ７．１２　 ７．２２　 ８．２１

２００４　 ２５９　４１２　 ２３１　９０９　 ８．８６　 ４．６５　 ７．１０　 ７．１６　 ７．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５１　４９９　 ２３８　０４３　 ９．０９　 ４．７１　 ７．２５　 ７．３２　 ８．１２

２００６　 ２７９　２８２　 ２６２　１０４　 ９．２６　 ４．６７　 ７．３５　 ７．４２　 ８．１６

２００７　 ３１３　０４６　 ２９１　２００　 ９．４０　 ４．６３　 ７．４４　 ７．５１　 ８．１６

　　说明：上述各指标均为对数值的均值，限于篇幅没报告标准差。ＲＶＡ 为实际增加值；Ｌ 表示劳动力；Ｋ 表示资本；

Ｌ２表示包含工资、福利、劳待保险费的实际劳动报酬；Ｌ３表示包含工资、福利、劳待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补贴和养老医

疗保险的实际劳动报酬。Ｌ２和Ｌ３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用作本文的稳健性检验。由于缺乏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的住房公积

金补贴和养老医疗保险数据，笔者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数据分别计算出Ｌ２和Ｌ３，然后用每个四位数行业的Ｌ３均值除以

Ｌ２均值，得到四位数行业的劳动报酬乘子。然后用这个劳动报酬乘子乘以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的Ｌ２，便可得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

的Ｌ３。由于每个四位数行业内部各企业的住房公积金补贴和养老医疗保险占总劳动报酬的比重相对接近，因此这种补充方

法相对来说误差较小。

决了联立性问题①。但由于无法解决选择性问题，
当它们用于非平衡面板时往往会导致劳动系数高估

和资本系数低估。奥利和帕斯克 （以下简称 ＯＰ
法）假设投资大于零且投资与生产率之间存在严格
的单调关系，用一种半参数估计方法有效解决了选
择偏误和联立问题。［４］然而，如果删掉投资为零或
缺失的数据，将损失４２％的样本；而且对于占数
据库相当比重的国企而言，投资很可能是寻租或政
策驱动的，与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严格单调关系。
莱文索恩和泊春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以下简
称ＬＰ法）提出用中间投入代替投资作为生产率冲
击的代理变量，［１３］从而有效缓解了 ＯＰ法的缺陷，
但该法对完全竞争的依赖性较强，不适于本文
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ＯＰ法和ＬＰ法都假设企业通

过调整资本或中间投入来应对生产率冲击，而劳动
投入被视为外生的。但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

企业更可能调整劳动投入来应对生产率的变化。正
如阿克尔伯格等人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所指出的，
如果劳动也是状态变量的函数，则ＬＰ法估计就可
能产生共线性问题。［１４］伍德里奇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以下简称 ＷＬＰ法）通过广义矩估计法 （ＧＭＭ）
将两阶段估计转化为一阶段估计，［１５］从而有效解决
了上述问题。此外，ＧＭＭ 还可以充分利用ＯＰ法
和ＬＰ法的假设中暗含的矩条件并同时获得稳健标
准误。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采用 ＷＬＰ法估
计，并与 ＯＬＳ估计进行对比，以验证结果的稳
健性。

四、经验估计

（一）加总生产率测算及其分解
由于实际的经济数据是离散的，为进行实证分

析，需要利用Ｔｏｒｎｑｖｉｓｔ－Ｄｉｖｉｓｉａ近似。于是式 （４）

４４

① 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在实操中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联立问题，因为它们的要求都较为苛刻：ＦＥ法要求不可观测
变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ＩＶ法要求找到一个工具变量，与可观测的要素投入有关但与不可观测的生产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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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写为：

Δｔｆｐｔ＝ＲＥ＋ＡＤ＋ＴＥ

＝∑
Ｊ＝Ｌ，Ｋ
∑
ｉ
ωａｉｔεａＪｉｔ 珔ｕａＪｔ－ｕａＪｉｔ（ ）Δｊｉｔ

＋ ∑
Ｊ＝Ｌ，Ｋ
∑
ｉ
ωａｉｔεａＪｉｔ １－珔ｕａＪｔ（ ）Δｊｉｔ

＋∑
ｉ∈Ｓ
ωａｉｔΔｚｉｔ （９）

式中，所有字母右上角的ａ均表示相邻两期的均
值；Δ表示相邻两期的方差；ｓ在这里表示要素份
额 （要素成本占增加值的比重）。
为了缓解行业异质性问题，笔者对生产函数分

四位数行业进行分组回归，表２给出了基于 ＷＬＰ
方法估算的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结果。首先，样

本期间内，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整体上呈现递增态
势，且２００７年的增长率比２００１年的数值翻了一倍
有余，这 ７ 年 间 的 平 均 生 产 率 增 长 率 高 达

１７．９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
国经济仍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上升通道，且制造业
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此
外，技术进步呈明显加快趋势，且是生产率增长的
主要贡献源，样本期间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平
均贡献高达 ７３．３９％，这与张杰的结果是一致
的。［１６］这可以很好地回应克鲁格曼 （Ｋｒｕｇｍａｎ）和
扬 （Ｙｏｕｎｇ）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他们认为，
亚洲四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入增

加，而非技术进步。［１７］［１８］

表２ 生产率增长及其三个源泉 （％）

年份 ｄｔｆｐ　 ＴＥ　 ＲＥ　 ＲＥ＿Ｌ　 ＲＥ＿Ｋ　 ＡＤ　 ＡＤ ＿Ｌ　 ＡＤ ＿Ｋ

２０００ — — — — — — — —

２００１　 １０．２５　 ８．２３　 １．１４　 ０．６６　 ０．４７　 ０．８８　 ０．１１　 ０．７６

２００２　 ８．３４　 ４．６２　 １．８２　 ０．９１　 ０．９１　 １．９０　 ０．７１　 １．１９

２００３　 １８．０１　 １３．７７　 ０．４７　 ０．３８　 ０．０９　 ３．７７　 ２．１０　 １．６７

２００４　 ２５．８７　 ２１．１５　 １．４９　 ０．８４　 ０．６４　 ３．２３　 １．１０　 ２．１３

２００５　 １９．４１　 １１．８７ －０．７５ －０．３０ －０．４５　 ８．２９　 ４．２９　 ４．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９２　 １５．６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１　 ５．２２　 １．９８　 ３．２４

２００７　 ２２．７７　 １６．８７ －０．１６　 ０．４０ －０．５５　 ６．０６　 ２．６３　 ３．４３

　　说明：ＲＥ 是资源重置效应，ＲＥ＿Ｌ和ＲＥ＿Ｋ 分别表示劳动力重置效应和资本重置效应。ＡＤ 是要素市场总扭曲效

应；同样，ＡＤ ＿Ｌ和ＡＤ ＿Ｋ 分别代表劳动力市场总扭曲效应和资本市场总扭曲效应。ｄｔｆｐ＝ＴＥ＋ＲＥ＋ＡＤ；ＲＥ＝ＲＥ
＿Ｌ＋ＲＥ＿Ｋ；ＡＤ＝ＡＤ ＿Ｌ＋ＡＤ ＿Ｋ。

　　其次，样本期间资源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平均
贡献仅为３．２４％，资源重置效应整体上呈现下降
趋势，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几乎在零值上下徘徊。这表
明，在现有经济结构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要素自
由流动的潜力已经耗尽。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的
改革措施，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要素合理配置。
再来看两种投入要素的配置情况。劳动力和资

本的重置效应都不断下降。相比于资本，劳动力的
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为明显，这可能得益于
近几年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相比而言，中国
资本市场的改革明显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因此资本
重置效应在最后三年出现明显负值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明显大于资源重置
效应，样本期间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平均为

２３．３７％，为资源重置效应的７．２１倍。要素市场总
扭曲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７年内上升
了５．１８个百分点。可见，如果不将要素市场总扭
曲效应剥离出来，就会高估资源重置效应，而且容
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中国的资源重置似乎在逐
年改善，这种错觉会让人低估结构改革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并延缓和削弱这一改革的时间与力度。［１９］

值得一提的是，混淆这两种效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
的后果比对发达国家影响更为严重，因为发展中国
家的单位要素成本更低，因而其要素市场总扭曲效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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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大。①

（二）稳健性分析

１．估计方法的检验。前文在理论上简要说明
了各种估计方法的优劣，为了验证上述理论预测与
经验结果是否一致，本文进一步使用 ＯＬＳ进行估
计和测算。生产函数估计结果显示，ＯＬＳ估计出
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弹性系数的均值分别为０．５７和

０．２４；相比之下，ＷＬＰ估计出的劳动力和资本的
弹性系数的均值则分别为０．５２和０．２９。显然，

ＯＬＳ估计的劳动力弹性系数比 ＷＬＰ估计的结果要
高，而资本弹性系数则比 ＷＬＰ的结果低。这与前
文理论预测是一致的，而且也与刘续棵的实证结果
一致。［２０］此外，ＯＬＳ估计出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弹性
系数的标准差分别为０．１３和０．０８；相比之下，

ＷＬＰ估计出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弹性系数的标准差则
均为０．１５。可见，ＯＬＳ方法在标准差上存在优势，
但由于其估计的系数存在系统性偏误，即劳动力系
数的高估和资本系数的低估，因此 ＷＬＰ方法估计的
结果更为可信。
接下来通过一个更为直观的数字进一步验证

ＷＬＰ方法的可信性。前文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并分
别计算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重置效应和要素市场总
扭曲效应，然后加总得到加总生产率增长率。然而
实际上，加总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也可以通过下式
直接求得：

Δｔｆｐｔ＝∑
ｉ
ωａｉｔΔｑｉｔ－∑

ｉ
ωａｉｔｓ　ａＬｉｔΔｌｉｔ

－∑
ｉ
ωａｉｔｓ　ａＫｉｔΔｋｉｔ （１０）

理论上讲，直接计算与估计生产函数然后估算
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生产函数估计过程中
存在各种问题，二者往往有所出入。结果表明，直
接计算出的生产率增长率在样本期间从１４．２０％上
升到２８．８９％，均值为２３．３３％。ＷＬＰ估算出的生

产率增长率从１０．２５％上升到２２．７７％，均值为

１７．９４％，而ＯＬＳ估算出的生产率增长率从５％上
升到１６．２５％，均值为１２．１０％。显然，ＷＬＰ估算
的结果更接近直接计算的结果，这进一步说明

ＷＬＰ方法的可信性。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 ＷＬＰ与 ＯＬＳ估算出的
加总生产率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估算出的生产率
增长率变化趋势、三种分解效应变化趋势以及三种
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小，不会影响本
文基本结论。②

２．指标的检验。
（１）要素价格：考虑住房公积金补贴、养老医

疗保险和应付账款。由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住房公积
金补贴、养老医疗保险和应付账款三个指标缺失，

前文计算工资和资本价格时未考虑这些因素。为了
保证结果的稳健，现在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得出
新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单位资本成本，并据此估算
加总生产率及其各组成部分，测算结果均相差非常
小。限于篇幅未列示结果。

（２）劳动力：考虑人力资本。前文使用企业职
工规模作为劳动力的代理指标，然而该指标将所有
员工都视为同质的，没有考虑他们之间的人力资本
差异。遵照通行的做法，笔者使用劳动报酬作为人
力资本的代理指标。③ 假设人力资本越高，其得到
的劳动报酬也相应越高，则该代理指标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笔者用实际劳动报酬代替企业职工规模对
生产率进行重新测算。

基本结论保持不变，所不同的是，考虑人力资
本之后的技术进步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有所

下降，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进步效应中包含了人力
资本的贡献。此外，劳动力重置效应在２００４年之
后明显为负，而考虑人力资本之前的劳动力重置效
应基本大于零，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配置有所恶

６４

①

②

③

样本期间内，大多数发达国家 （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在０．５到０．８之间，而中国仅为

０．３左右，故而中国的要素市场总扭曲更为严重。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网站，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Ｄｅｃｄ．ｏｒｇ／Ｌｎｄｅｘ．ａｓｐｘ？Ｑｕｅｒｇ－
Ｎａｍｅ＝４２６　＆Ｑｕｅｒｙ　Ｔｙｐｅ＝Ｖｉｅｗ　＆Ｌａｍｇ＝ｅｎ＃。

此外，基于 ＷＬＰ和ＯＬＳ测算出的福利损失几乎相同；基于两种方法的要素潜在流动规模也差别很小。

在本文使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只有２００４年拥有员工的教育水平变量，因此无法用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代
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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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２００４年之后，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有的甚
至超过大学生的工资，这可能对人力资本的配置造
成了一定冲击。

五、福利损失与资源重置潜力

（一）福利损失测算
劳动力和资本的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已经

式微。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资源错配问题已得到很
好解决？为此，笔者进一步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资源
错配的严重程度 （见表３）。
先看市场扭曲造成的总的福利损失，从２０００

年为制造业增加值的７２％，上升到 ２００７年的

９９％。这意味着，样本期间内市场扭曲程度在不断
恶化；而且，如果消除这些扭曲，会大大提高社会
福利，其大小与制造业增加值相当。
再来重点看看资源错配的情况。总体上看，资

源错配程度有所缓解，其带来的福利损失占制造业
增加值的比重在样本期间下降了６个百分点。这８
年间，资源错配导致的福利损失占增加值的比重平
均为２６．６３％，这与韩剑和郑秋玲的研究结果较为
一致。［２１］这意味着，通过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会给中
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增长空间，这在当前中国经济下
行的 “新常态”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位运行，较快的增长速度
掩盖了资源错配问题的严重性。然而，２０１２年中
国经济增长率跌破８％，随后几年经济增速更是不
断放缓，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为此，中央

也出台了各项政策实施结构性改革，这有利于缓解
资源错配，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具体到两种生产要素的错配情况，可以发现，

劳动力错配带来的福利损失占增加值的比重呈现下

降趋势，在８年间下降了５个百分点。这意味着，
劳动要素错配状况有所好转，这可能归因于户籍制
度的不断改革。此外，从绝对数看，劳动力错配带
来的福利损失依然不小，其占增加值比重在样本期
间的平均值为１４．７５％，因此有必要如蔡昉所言，
进一步放开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挖掘新
的人口红利。［２２］相比之下，资本的错配情况则无明
显改善的迹象，８年间资本错配带来的福利损失占
增加值的比重仅下降了１个百分点。可见，中国资
本市场的改革滞后于劳动力市场，这不利于从劳动
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过程，不利于中
国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增长。
最后看要素市场总扭曲，样本期间其造成的福

利损失占增加值的比重为６１．３８％，且呈现出明显的
上升趋势，但在２００４年后略有下降。要素市场总扭
曲源于要素价格与要素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差异，随
着技术进步的发展，要素边际生产率不断提升，而
要素价格虽然也有所提高，但其提升幅度明显落后
于要素边际生产率。总体看来要素市场总扭曲仍是
不断恶化的。因此，除了优化经济结构以缓解资源
错配之外，深化市场改革也刻不容缓，以缩小要素
价格与要素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而且从长期来
看，市场化改革也会更有利于资源按照要素价格信
号进行重新配置，进而提高资源重置效应。

表３ 福利损失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值

年份 ＷＬ　 ＷＬ＿ＭＡ　 ＭＡ ＿Ｌ　 ＭＡ ＿Ｋ　 ＷＬ＿ＡＤ　 ＡＤ ＿Ｌ　 ＡＤ ＿Ｋ
２０００　 ０．７２　 ０．３５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３７　 ０．２７　 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３０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４９　 ０．３４　 ０．１５
２００２　 ０．８２　 ０．２７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５５　 ０．３７　 ０．１８
２００３　 ０．８５　 ０．２３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６２　 ０．４２　 ０．２０
２００４　 ０．９１　 ０．１９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７２　 ０．４３　 ０．２９
２００５　 １．０３　 ０．２９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７４　 ０．４７　 ０．２７
２００６　 ０．９３　 ０．２１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７２　 ０．４３　 ０．２９
２００７　 ０．９９　 ０．２９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７０　 ０．４２　 ０．２８

　　说明：ＷＬ为全部福利损失占增加值的比重；ＷＬ＿ＭＡ 表示资源错配导致的福利损失；ＭＡ ＿Ｌ 和ＭＡ ＿Ｋ 分别表示

劳动力和资本的错配导致的福利损失；ＷＬ＿ＡＤ 表示要素市场总扭曲导致的福利损失；ＡＤ ＿Ｌ 和ＡＤ ＿Ｋ 分别表示劳动

力和资本的要素市场总扭曲导致的福利损失。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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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优势与区域间资源重置潜力
为了缓解资源错配带来的福利损失，需要对经

济结构进行一定调整，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为
此，笔者基于一个反事实分析，测算各地区的资源
重置潜力。即假设改革现有体制后资源完全按照比
较优势进行重新配置，那么各地区潜在的要素流动
方向和规模又将如何？

需要说明的是，将单位要素成本引入生产率分
解模型，一方面可以得到准确的资源重置效应，另
一方面也能从模型中直接揭示资源重置的动因，即
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单位要素成本等于要素价格
与要素边际生产率之比，要素价格反映了企业购买
要素的成本，要素边际生产率反映了企业从要素使
用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可以作为
比较优势的一个很好度量。如果一家企业的单位要
素成本较低 （要素成本低或要素收益高），则意味
着该企业在这种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此时，这种
要素流向该企业有利于提高加总生产率，从而带来
正的资源重置效应。
本文先测算各地区的要素比较优势，然后分析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潜在要素流

动。从式 （４）可知，资源重置主要根源于单家企
业的单位要素成本与社会平均单位要素成本之间的

差异，那么一个反事实假设就是，如果所有企业的
单位要素成本都相等，即每家企业的要素比较优势
消失，资源将达到最优的配置状态，而这样一个遵
循比较优势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就是结构改革的过

程，资源错配问题也将随之得到解决。
表４给出了分区域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单位资

本成本，以及对应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潜在流动规
模。总体来讲，单位要素成本的分布与潜在要素转
移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单位要素成本高的地区存在
“过剩”要素，需要流出；而单位要素成本低的地
区要素 “不足”，需要流入。具体表现为，东部和
西部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较高，对应的劳动力潜在流
动为负值；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单位劳动力成本较
低，对应的劳动力潜在流动为正值。东部地区单位
资本成本最低，对应着正的潜在资本流动；中部、
西部和东北部的单位资本成本较高，对应着负的潜
在资本流动。此外，四个区域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

单位资本成本均呈不断下降趋势，在８年间，四个
地区单位劳动力成本平均下降了６１．４３％，单位资
本成本平均下降了７４．６５％，这印证了上文分析的
要素市场总扭曲的恶化倾向。然而，各地区的这一
下降趋势都在２００４年后都有所趋缓，这与蔡昉、
张等人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的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将

２００４年视为刘易斯拐点之年。［２２］［２３］［２４］

接下来分别观察四个区域各自的特点。对于东
部地区来说，单位劳动力成本偏高，单位资本成本
偏低，样本期间的均值分别为０．２８和０．３１。从潜
在流动规模看，劳动力潜在流出的平均规模为

７８．４７万人，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尚存在少量的劳动力需
求缺口，随后就开始出现劳动力 “过剩”，且 “过
剩”规模迅速扩大，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６年间，劳
动力潜在流出规模上升了２０９％。在资本要素方
面，则存在大量需求缺口，资本潜在流入平均规模
为２　８１０亿元。总之，未来的潜在要素优化流动方
向是劳动力的相对流出和资本的相对流入。这样的
要素调整也意味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

级。因此本文得出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与
蔡昉等人的结果是一致的，［２５］即劳动密集型产业逐
步转移出去，然后当地产业更多向资本密集型升
级，这与东部地区当前的产业转型实践也是
一致的。
相比东部，东北的情况则与其刚好相反，即在

高单位资本成本和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面临着潜
在的资本相对流出和劳动力相对流入而引致的 “产
业降级”。测算结果显示，东北地区具有较低的单
位劳动力成本，仅为０．２６，而单位资本成本则高
达０．５２，可见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有比较优势因
而可能更有效。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东北地区成为国家重工业基地，存在
着大量国有资本密集型企业，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
主导的产业结构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而
东北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这种产业结构明显违
背了当地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种 “过度”产业升
级的 “蛙跳式”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资
源的严重错配，一方面大量的东北本地劳动力得不
到有效利用，只能大量流出到其他省份务工；另一
方面大量国有重工业企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资本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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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区域单位要素成本及要素转移潜力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ＵＣＬ　 ＰＦＬ （万人） ＵＣＬ　 ＰＦＬ （万人） ＵＣＬ　 ＰＦＬ （万人） ＵＣＬ　 ＰＦＬ （万人）

２０００　 ０．４７　 ２．２７　 ０．４５　 ８３．９２　 ０．５０ －１４１．５０　 ０．４７　 ５５．８５

２００１　 ０．４０　 ８．００　 ０．３５ －４．１０　 ０．３６ －１１６．８０　 ０．３４　 １１３．５０

２００２　 ０．３３ －４６．２４　 ０．３３　 １４８．２０　 ０．３８ －１４３．００　 ０．３１　 ９２．７８

２００３　 ０．２６ －８６．１７　 ０．２５　 １２７．９０　 ０．３２ －１４６．００　 ０．２４　 １０４．５０

２００４　 ０．２１ －９４．４０　 ０．２０　 １２０．２０　 ０．２５ －１３０．５０　 ０．２１　 １０５．１０

２００５　 ０．１９ －１６７．２０　 ０．１７　 ８３．１６　 ０．２１ －９２．４８　 ０．１７　 １７７．３０

２００６　 ０．２０ －１０１．１０　 ０．１８　 ６４．５７　 ０．２２ －１１１．８０　 ０．１７　 １４９．２０

２００７　 ０．２０ －１４２．９０　 ０．１６　 １３５．２０　 ０．２０ －９９．３８　 ０．１７　 １１１．１０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ＵＣＫ　 ＰＦＫ　 ＵＣＫ　 ＰＦＫ　 ＵＣＫ　 ＰＦＫ　 ＵＣＫ　 ＰＦＫ

２０００　 ０．５５　 ３　４００　 ０．７３ －６２２　 ０．７９ －１　１００　 １．１２ －１　６７０

２００１　 ０．４６　 ２　１６０　 ０．５５ －４８２　 ０．５３ －２９９　 ０．７９ －１　３７０

２００２　 ０．４１　 ２　０００　 ０．４５ －６２　 ０．４７ －３０２　 ０．６４ －１　２４０

２００３　 ０．３２　 ２　７００　 ０．３６ －９７　 ０．４２ －１　１７０　 ０．５１ －１　４３０

２００４　 ０．１８　 ４　０１０　 ０．２４ －１　０１０　 ０．２７ －１　６１０　 ０．３０ －１　３９０

２００５　 ０．２０　 ２　７７０　 ０．２２ －２９２　 ０．２５ －１　２１０　 ０．２９ －１　２７０

２００６　 ０．１７　 ３　３３０　 ０．２１ －８３０　 ０．２２ －１　０６０　 ０．２６ －１　４４０

２００７　 ０．１７　 ２　１１０　 ０．１８　 ２５　 ０．２０ －９０２　 ０．２３ －１　１８０

　　说明：ＰＦＬ表示劳动力流动潜力；ＰＦＫ 表示资本流动潜力。负数表示潜在要素流出，正数表示潜在要素流入。东部

地区包括１０个省份：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６个省份：山西、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１１个省份：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东北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西藏没包括在样本中，因为该自治区存在大量的数据缺失。华南沿海

包括广东、福建、海南；华东沿海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华北沿海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北。

使用效率极低，这或许可以解释近几年东北经济增
速排名的连续垫底。当务之急是政府因势利导，根
据比较优势引导资源重新配置，充分发挥东北地区
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一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
引劳动力回流；对低效和产能过剩的资本密集型产
业实行破产处理，进而从总体上引导东北的产业结
构回归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
中部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缺口较大，平均每年

需要９４．８８万劳动力流入，且这一需求缺口在８年
间上升了６１．１１％。然而，由于中部地区基础设
施、教育、医疗服务水平均比较落后，且工资水平

较低，许多劳动力不愿意到中部地区工作。尽管中
部有很多劳动力供给，但大多选择去外省务工，尤
其是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带，中部省份如安徽、河
南、湖南、湖北、江西等都是农民工流出大省。从
资本情况来看，中部省份也存在一定的资本 “过
剩”，平均每年需要４２１．２５亿元的资本流出，但相
比于西部和东北的潜在资本流出规模，这一数字依
然较小，仅相当于西部的４４．０４％，相当于东北的

３０．６６％。此外，２００７年中部的潜在资本流动出现
了较小的正值，这可能意味着中部地区不仅存在不
断上升的劳动力需求缺口，而且资本也出现了一定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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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 “短缺”苗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中
部塌陷”的说法，即中国的发展战略考虑各个地区
却唯独忽略了中部。综合看来，中部地区有必要受
到更多的关注。政府应加强中部地区公共服务建
设，吸引更多劳动力回流，让资源按照比较优势进
行重新配置。
出人意料的是，西部地区的企业竟然出现了大

规模 “过剩”劳动力，平均每年需要流出１２２．６８
万人，比东部地区还高出５６．３５％。然而对比东部
和西部潜在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变化趋势便可发现，
西部地区潜在劳动力流出规模不断下降，且在８年
间下降了２９．７７％，而东部地区潜在劳动力流出规
模则迅猛上升，到２００７年东部地区的潜在劳动力
流出规模已经比西部地区高出４３．７９％。其原因可
能是西部地区一开始基础设施条件较为贫乏，从而
没有足够的企业前来投资，进而无法有效雇用西部
地区的劳动力，造成其初始的潜在劳动力流出规模
高达１４１．５０万人。随着２０００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
开发战略，西部地区有越来越强的能力来吸收这些
“过剩”劳动力，进而潜在流出规模不断缩小。从
潜在资本流动规模看，西部地区依然存在着较为严
重的资本 “过剩”，平均每年有９５６．６３亿元的资本
需要流出，潜在资本流出规模在８年间下降了

１８％。进一步观察西部地区的单位资本成本可发
现，其平均值高达０．３９，仅次于东北，但高于东
部的０．３１和中部的０．３７，可见西部地区的资本使
用效率依旧不高。简言之，２０００年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部地区的部分
“过剩”劳动力和资本，但仍没有根本改变西部地
区的要素 “比较劣势”，其单位劳动力成本依旧高
于其他三个地区，单位资本成本也依旧高于东部和
中部，依然有大量的 “过剩”劳动力和 “过剩”资
本需要流出。
上述各地区的潜在要素流动鲜明地刻画了中国

资源错配的典型特征，也揭示了未来产业转移和产
业升级的方向。２００４年之后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
下降趋势有所趋缓，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减弱，部
分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比如印度、

越南、马来西亚等。然而，根据上面的分析，中国
依旧可以通过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重新配置来继续

保持制造业的发展，最典型的莫过于更多劳动密集
型产业从东部转移到中部和东北部，同时东部地区
的产业进行升级。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均国民收
入达到４　３４０美元 （按现价美元计算），已进入上
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 然而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
国 （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便开始出
现大量的倒闭破产，且这一现象日益严重。支撑中
国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制造”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考验，这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
陷阱的宿命。

笔者通过引入单位要素成本构建了一个新的生

产率分解框架，揭示了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三个源
泉：资源重置效应、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和技术进
步效应。通过将要素市场总扭曲效应分离出来，得
到了一个更为准确的资源重置效应。测算结果显
示，样本期间内，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
源，其对生产率增长贡献高达７３．３９％；要素市场
总扭曲效应为２３．３７％。要素资源重置对生产率增
长的贡献仅为３．２４％，且日渐式微，资本和人力
资本的重置甚至出现阻碍生产率增长的苗头。这表
明，在现有经济结构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要素
合理配置的空间已经耗尽，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
“固化”倾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已经达
到社会最优状态。进一步测算显示，资源错配导致
的福利损失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依旧高达

２６．６３％，可见，通过对现有经济结构的改革缓解
资源错配依旧可以释放资源重置的潜力。笔者进一
步估算了区域之间的资源重置潜力，构建了一个国
内版雁阵模式的蓝图，为区域结构优化提供了一个
量化参考。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表现在政府通过结构改革

０５

① 世界银行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ＴＮＧ．ＰＣＡＰ．ＣＤ？｜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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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要素按照比较优势进行重新配置，通过国内版
雁阵模式继续保持 “中国制造”的高速发展。具体
而言，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劳动力的自由
流动，尤其是引导中部和东北部的劳动力回流。二
是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尤其是完善企业融资体系，
保证资本使用效率高的企业能有效获得更多资本，
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应受到关

注。三是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包括政府对国有

企业的补贴、优惠贷款等政策都可能成为市场扭曲
的源头，导致一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资本使用效
率极低，造成资本 “过剩”。四是适当调整区域发
展战略，东北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过度强调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可能不利于其产业结构回
归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此外，“中部崛起”的
发展战略应该得到有效落实，以避免 “中部塌陷”
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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